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空间错配

李    言，肖雨婷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市场格局有深远影响，而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将会影

响劳动力空间配置情况。文章基于 Rosen-Roback 模型，从城市层面提出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测度

方法，对中国城市间劳动力空间错配情况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呈下降趋

势。文章结合数字化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劳动力配置过度、位于北方和内陆地区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改善

效果更好。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2015 年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改善效果也较

好。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城市居住价格渠道影响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配置

不足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在劳动力配置过

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数

字经济发展、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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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剩余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随

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结构转型导致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加重，劳动年龄人口首

次出现负增长。2017 年以来，各地政府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旨在吸引更多人才和劳动力

长期定居。人口结构转型的情况和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都表明，劳动力要素在城市间的配

置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推动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城市间的合理配置

不仅是适应人口结构转型的措施，也是释放经济活力的方式。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正

在改变社会经济空间格局（安同良和杨晨，2020）和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其导致就业载体、形

态、技能要求有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其对就业数量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胡拥军和关

乐宁，2022）。因此，将数字经济因素加入劳动力空间错配问题分析框架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是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场所，劳动者在城市生活存在一定的居住成本，而获得的工资和

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劳动者的居住收益，二者间的博弈决定了劳动者在各个城市间的迁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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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变革力量，对于吸引和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项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其可能改变劳动者迁移倾向，从而影响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发

展是否能够推动劳动力在城市间更加合理化配置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在数字经济

影响下，城市间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基于 Rosen-Roback模型，测度结果表明，中

国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呈下降态势。数字经济发展将会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且在人口规

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劳动力配置过度、位于北方和内陆地区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

动力空间错配的改善效果更好。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2015年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

错配水平的改善效果也较好。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影响城市居住价格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

平，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

力空间错配水平；在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

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相比已有文献论证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讨论该影响导致劳动者迁移后在城市间的分布格局合理化问题，初步提出了劳动力

空间合理配置的标准，也从数字经济视角丰富了劳动力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第二，已有文献从

国家层面（Albert和Monras，2022）、省级层面（潘士远等，2018）和城市群层面（王丽莉，2023）评

价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问题，本文沿用 Hsieh和Moretti（2019）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城市层面劳动

力空间错配水平的评价指标，从理论基础和微观层面提出指标；第三，本文将数字经济因素引

入 Rosen-Roback模型，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出发，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的作用

机制，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城市居住价格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

为理论模型，对 Rosen-Roback模型进行推导；第四部分为劳动力空间错配的测度与分析，包含绝

对维度和相对维度两方面的时空演变分析；第五部分为指标、数据和实证模型；第六部分为实

证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从 Hsieh 和 Klenow（2009）的研究开始，大量研究开始关注资源错配问题，但相关研究忽视

了空间维度的分析，Hsieh和Moretti（2019）的研究弥补了上述不足。Hsieh和Moretti（2019）观察

到美国各城市名义工资的空间离散性很大，而且在不断扩大，由于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密切

相关，上述结果就表明美国各城市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来越大，所以，原则上便可以通过扩

大高生产率城市的就业规模和缩小低生产率城市的就业规模来增加产出。他们认为名义工资在

城市间的差异反映了劳动力出现了空间错配水平，并最终抑制总体增长。由此可见，劳动力空

间错配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名义工资）出现了偏差，即劳动生

产率高（名义工资高）的地区劳动力规模过小，而劳动生产率低（名义工资低）的地区劳动力规模

过大。国内外学者针对劳动力错配和劳动力空间错配的测度为本文的指标构建提供了思路，

表 1 对相关测度方法进行了汇总。相较已有文献，本文沿用 Hsieh 和 Moretti（2019）、潘士远等

（2018）的理论框架，以同质劳动力条件下的剩余工资偏离度而非离散度来衡量各城市在城市间

视角下劳动力资源错配的绝对水平；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的思路，以偏离度的正负区分

劳动力资源配置过度和配置不足两种情况，以表示各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考虑到劳动力空间错配为劳动力迁移的结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劳动力迁移角度把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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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为收入因素与非收入因素两类。前者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及区域间人口迁移的动机

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论证（蔡昉和都阳，2002；童玉芬和王莹莹，2015）；后者以城市公共服务、房

价、生活舒适度以及制度为代表，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提高，上述因素成为学术界

研究影响劳动力迁移和错配的关键因素（孙伟增等，2019；周颖刚等，2020）。
 
 

表 1    劳动力错配和劳动力空间错配指标测度方法及来源

测度指标 测度方法 指标来源

劳动力错配

以要素实际回报和边际产出间的差距衡量资源错配程度 Hsieh和Klenow，2009
利用实际使用的要素量和有效配置时偏离的绝对量来定义资源错配程度，

以偏离值的正负来区分配置过度和配置不足两种情况
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

劳动力空间错配
以工资离散度来衡量 Moretti，2010

同质劳动力条件下的剩余工资离散度 潘士远等，2018；Hsieh和Moretti，201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接下来本文重点梳理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生活舒适度、房价和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劳动

力迁移和空间错配的研究。“用脚投票”理论提出后（Tiebout，1956），不少学者针对公共服务对

劳动力区位选择影响进行研究（Bayer等，2007）。Graves（1979）最早将城市舒适度与劳动力流动

联系起来。国内学者考察发现，城市生态健康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性别、婚育状

况、户籍以及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异质性（孙伟增等，2019）。房价在劳动力迁移研究中的

影响受到普遍关注，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对劳动力迁移有双重影响。张莉等（2017）研究发现，房

价对劳动力流动既存在正向财富的“拉力”作用，也存在负向成本的“推力”作用。周颖刚等

（2020）研究发现，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平

的劳动力。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相关学者针对我国制度因素，尤其是户籍制度导致

劳动力迁移的情况进行了广泛讨论。户籍制度的存在可能导致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

（蔡昉等，2001）。Whalley 和 Zhang（2007）通过数值模拟分析表明，户籍制度可能导致了我国城

乡间劳动力空间错配。

近年来，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较多，数字经济最早是用于描述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

（Tapscott，1996），之后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进行了拓展，其认为数字经济还应该包括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商品和服务的数字传输及 IT 所支撑的有形商品的销售（Kling 和

Lamb，1999）。数字经济对于城市发展（赵涛等，2020）、居民生活质量（张勋等，2019）等城市经济

发展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马述

忠和胡增玺（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吸引劳动力流入。陈媛媛等（2022）研

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会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地区性、行业性的“挤出”作用，而对高技能

劳动力影响并不显著。本文与已有研究相比，有两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本文沿用 Rosen-

Roback 模型而非传统的资源错配模型来研究劳动力空间错配问题；另一方面，相对已有研究，

本文重点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劳动力空间错配问题。

三、理论模型

本文在 Rosen-Roback模型的基础上，参考潘士远等（2018）、Hsieh和Moretti（2019）的处理思

路，将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入模型，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从而影响劳

动力在城市间的空间错配。在模型中，一个封闭国家由 N 个异质性城市组成，资本和劳动力在

城市间自由流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代表性厂商，城市 i 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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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AiLαi Kη

i T 1−α−η
i （1）

式（1）中，Yi 为固定价格的可交易商品，Ai 为生产力水平，Li 为劳动力数量，Ki 为资本数量，

Ti 表示土地供应面积。给定城市的土地供应面积不变，式（1）等价于一个仅包含劳动力和资本的

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本文假设每一期全国劳动力总数 L=1。同质的消费者根据自身效用

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居住在城市 i 内的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i =
wizi

Pβi
（2）

式（2）中，wi 为劳动者名义工资，zi 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Pi 为房价，β 为住房支出占总支出

的份额，房价由与劳动者数量无关的其他因素 pi 和劳动者数量因素决定，即 Pi=piLi
γ。间接效用

函数表明，消费者获得的效用水平与所居住城市的工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房价相关。城

市的名义工资越高，公共服务越好，房价水平越低，则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越高。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城市 i 的劳动力需求为：

Li = (
Aiη

ηα1−η

w1−η
i Rη

)
1

1−α−η Ti （3）

对厂商来说，劳动力需求量与城市生产力水平、名义工资水平以及可用土地面积相关。此

时，结合劳动力供给关系，得到均衡时劳动力数量：

Li =

[
α1−ηηη

RηV 1−η
AiT 1−α−η

i (
Zi

pβi
)1−η

] 1
1−α−η+βγi (1−η)

（4）

式（4）中，在劳动力完美流动的情况下，各城市的劳动力均衡数量由本地公共服务水平、房

价、可用土地面积决定。结合劳动者数量在每期为 1的假定，得到均衡产出：

Y = (
η

R
)
η

1−η

∑N

i

[
Ai(

Qave

Qi

)
1−η] 1

1−α−η

Ti


1−α−η

1−η

（5）

式（5）中，Qi=Pi
β/zi，Qi 表示劳动者在 i 城市支付的房价与其得到的公共服务比值，即消费者

在 i 城市的居住价格。Qave 表示以劳动力数量加总的全国平均城市居住价格。由于工人在各个

城市间是完美流动的，其在所有城市的效用是一致的，因此，wi×Qi 在各个城市是一致的，从而

推导得到均衡状态下 Qi/Qave=wi/wave，即城市居住价格与全国平均城市居住价格之比和该城市工

资与全国加权平均工资之比是相等的，其中，wave 表示以劳动力数量加总的全国平均工资。

接下来，本文加入数字经济发展变量。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城市房价和公共服务水平。

从房价层面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交易成本路径，从而提高创新能力（李拓

晨等，2023），且数字经济将通过要素市场化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夏杰长和袁航，2023），而创新

能力提升（宋婧，2019）和产业结构升级（刘嘉毅等，2014）均会推动房价上涨。数字经济的发展

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这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进入该领

域。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竞

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综上所述，人们的购买力会提高，进而带动房地产市场的

需求增长，从而推动房价的上涨。

从公共服务层面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会缓解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师博，2020）。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发展提高了供需匹配精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拓展了服务边

界，这既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也提高了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优质化水平（夏杰长和

王鹏飞，2021）。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非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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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市民的需求和偏好，优化服务流程和提升服务质量。另

外，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政府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更

广、服务质量更高。

图 1展示了上述机制分析思路，即将数字经济发展引入 Rosen-Roback模型，数字经济发展

对城市居住价格的影响渠道主要为：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非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房价上升会提高城市居住价格，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会降低城市居住

价格，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住价格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数字经济发展

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

非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房价

公共服务提高

提高

城市居住价格 劳动力空间错配

Rosen-Roback模型

图 1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城市房价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对城市居住价格产生

影响。即 Pi=Pi（digitali），zi=zi（digitali），其中，digitali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入数字经济发展

的变量后，城市居住价格则为数字经济的函数：

Qi(digitali) =
[Pi(digitali)]

β

zi(digitali)
（6）

由于假设所有劳动者技能是同质的，因此考虑在劳动者完美流动的情况下，各城市分配到

适合的劳动者数量时，wi/wave 应该等于 1，即：

Li
∗
=

AiTi
1−α−η∑N

i=1 AiTi
1−α−η （7）

式（7）表示在劳动力最优配置状态下城市 i 的劳动力规模。wi/wave 衡量了该城市相对全国平

均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偏离度。根据均衡市场理论，劳动力会向工资水平更高的地方流动，

最终实现各城市的工资与劳动力数量均衡。

以上为多城市模型均衡状态求解的过程，本文把单个城市剩余工资偏离度作为城市劳动力

空间错配水平的相对指标，通过各个城市剩余工资偏离度的变化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进行评

估。因此，本文以 misalloi 表示 i 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该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城市劳动力空

间错配越严重，该变量可表示为：

misalloi =

∣∣∣∣∣ wi

wave

−1
∣∣∣∣∣ （8）

wi/wave 大于 1表明，城市规模小于理论上的最佳城市规模。由于劳动力规模过小，导致劳动

力市场供不应求，城市剩余工资便会出现高于全国平均剩余工资的情况，而劳动力流入有助于

改善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所以，城市会出现劳动力配置不足的情况；反之则表明，城市规

模大于理论上的最佳城市规模。由于劳动力规模过大，导致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城市剩余工

资便会低于全国平均剩余工资，而劳动力流出有助于改善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所以，城市

会出现劳动力配置过度的情况。劳动力空间错配对城市居住价格的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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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alloi

∂Qi

=
∂ Qi

Qave

∂Qi

=

∑
j,i

Q jL j−Qi
∂Li

∂Qi

Qave

（9）

由于劳动力均衡数量与城市居住价格为负相关关系，所以，城市配置类型不同将导致式（9）

偏导结果的符号相反。本文推导发现，数字经济将通过对城市居住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对劳动

力空间错配产生影响，影响方向由数字经济对房价、城市公共服务的综合效应决定，具体公式

如下：

∂misalloi

∂digitali

=
∂misalloi

∂Qi

× ∂Qi

∂digitali

（10）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影响城市居住价格，从而影响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另外，本文的机制分析如图 2、图 3所示，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当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时，对于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将

会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对于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其会加剧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 城市居住价格
配置过度

配置不足

提高

改善错配

加剧错配

图 2    假说 1a 分解机制图
 

假设 1b：当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时，对于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将

会加剧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对于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其会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 城市居住价格

配置过度

配置不足

降低

加剧错配

改善错配

图 3    假说 1b 分解机制图
 

四、劳动力空间错配的测量与分析

本文以同质劳动力前提下的工资偏离度作为衡量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指标，通过偏离度

绝对值表示城市错配程度，通过偏离度正负表征城市错配类型。具体处理过程为：按照中国劳

动力特征控制所计算的剩余工资，收集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

和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汇总数据并计算得到城市层面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w）、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性别比例（女性占比）（female）、工作年限（exp）、①工作年限的

平方（exp 2）以及本地大学以上人口所占比例（college_ratio）。利用 CHIP 数据库 1999 年、

2003年、2008年、2013年和 2018年的城镇微观数据中 15岁至 60岁的劳动个体的工资收入、受

教育年限、性别（女性为 1，男性为 0）、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按照城市汇总得到的该城市

大学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并且按照如下方程进行回归：

lnw = b1edu+b2 f emale+b3exp+b4exp2+b5college_ratio （11）

由式（11）得到 b1 减去 b5 的值。利用前文中城市层面数据和劳动者微观特征系数代入到以

下方程：

李    言、肖雨婷：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空间错配

 ① 工作年限=年龄−受教育年限−6，如果受教育年限为 0，则用年龄−15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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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sy = lnw− (b1edu+b2 f emale+b3exp+b4exp2+b5college_ratio) （12）

由式（12）得到剩余工资 wsy。以劳动者数量在全国的占比 labor_ratio 作为权重，计算得到全

国加权剩余工资 wave。表 2汇报了劳动者微观特征系数估计结果，从劳动者微观特征系数的回归

结果看，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本地大学以上人口占比的系数均为正数，工作年限的平方和

女性占比的系数均为负数。
  

表 2    2000—2020 年全国劳动者微观特征系数

变量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受教育程度 0.0663 0.0722 0.0822 0.0751 0.0051

工作年限 0.0406 0.0347 0.0384 0.0482 0.0419

工作年限的平方 −0.0006 −0.0005 −0.0008 −0.0009 −0.0011

性别比例 −0.1547 −0.1820 −0.2774 −0.2980 −0.3662

本地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0.4164 0.0688 1.5526 0.8201 2.3811

样本量 5 702 10 060 6 584 9 340 17 572
 

本文通过测量得到 2000—2020 年 285 个

城市的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及错配类型。图 4
为 2000—2020年全国及三大地区劳动力空间

错配均值变动趋势图。结果表明，从时空变

动趋势来看，全国和东、中、西部劳动力空间

错配均值在各时间段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少

数地区在少数年份表现为上升趋势。从数值

变动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地区，劳动力空

间错配程度的期末值均小于期初值，并且相

较于期初的分布而言，期末的分布更加集中。以上结果表明，2000—202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空间

错配程度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从侧面证明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以上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是从绝对维度进行分析，下面本文将从相对维度对城市错配

类型进行分析。图 5为全国和三大地区劳动力空间错配的不同类型占比的条形堆积图，从总体

来看，除中部地区以外，劳动力配置类型在 2000—2015 年间的变动表现为配置过度的趋势，而

在 2015—2020 年错配类型占比发生较大变化，全国和三大地区配置不足占比都有所上升。

2010年开始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多数地区表现为配置过度，原因可能是劳动力数量相对

过多、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存量劳动力配置与本地产业结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相匹配等。在

2015—2020 年之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技能结构改

革，创造了很多岗位，这促使劳动力市场均衡向反方向转变，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从过度

供给向不足供给转变。

五、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misalloi,t = β0+β1 lndigitali,t +Xi,t B+φi+δt +εi,t （13）

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时间，misalloi,t 表示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digitali,t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年份

劳
动
力
空
间
错
配
程
度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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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图 4    2000—2020 年未插值的全国及三大地区劳动

力空间错配程度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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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iXi,t 表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δt 和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依据上文

机制分析以及江艇（2022）的研究，本文的机制检验模型为：

ln Qi,t = β0+β1 lndigitali,t +Xi,t B+φi+δt +εi,t （14）

其中，Qi,t 表示机制变量，为城市居住价格。

（二）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由于城市数字经济指标年限为 2011—2019 年，匹配得到的数据量过少，因此本文对被解释

变量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进行插值处理。为了确保数据处理的严谨性，本文仅对 2010—2020年

间城市平均受教育程度、城市平均年龄和性别比例三个数据进行插值，具体方法为：首先，考虑

到受教育年限、平均年龄和性别比例每年的增长幅度和差别较小，因此认为其每年等幅度增

长，利用（2015年指标/2010年指标）1/5 和（2020年指标/2015年指标）1/5 的公式计算 2010—2015和

2015—2020年间三个指标的年平均几何增长率，然后计算得到 2011—2019年各年份城市平均受

教育年限、工作年限、性别比例。其次，利用 2013 年和 2018 年 CHIP 数据库计算得到的微观特

征系数，并分别处理得到 2011—2015 年和 2016—2019 年的城市剩余工资。最后，计算得到

2011—2019年连续面板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指标。

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i,t）指标处理方法为：借鉴赵涛等（2020）的方法，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和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下文是熵值法的具体处理过程。

第一步，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单位，因此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

本文的所有分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对正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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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及三大地区错配类型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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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i j =
Xi j−min(X1 j,X2 j, ...,Xn j)

max(X1 j,X2 j, ...,Xn j)−min(X1 j,X2 j, ...,Xn j)
（15）

X ′

i j为处理后的第 i 个城市第 j 个指标的值。其中，i=1，2，3，…，n；j=1，2，3，…，m。

第二步，确定指标权重：

Pi j = X ′

i j/
∑n

i=1
X ′

i j （16）

第三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 j = −
1

ln(n)

∑n

i=1
Pi jln(Pi j)，0 ⩽ e j ⩽ 1 （17）

第四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第 i 个城市占第 j 项的差异系数：

g j = 1− e j，0 ⩽ g j ⩽ 1 （18）

第五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 j = g j/
∑m

j=1
g j （19）

第六步，计算各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

digtali =
∑m

j=1
w jX

′

i j （20）

城市居住价格（Qi,t）指标处理：城市居住价格由房价和公共服务两部分组成，房价以商品房

销售价格衡量，公共服务水平参考夏怡然和陆铭（2015）的研究，构建由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三

方面组成的指标体系衡量，社会保障包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人口数比重、参加失业保险

人数占人口数比重两个指标，教育包含普通小学生师比、普通初中生师比两个指标，医疗包含

人均病床数、人均执照医师数两个指标。同样利用熵值法将公共服务水平的六个指标设定为负

向指标，房价设定为正向指标，从而构建城市居住价格指标。

控制变量 X 包括：产业结构升级（stru），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经济规模（lnpgdp），
利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衡量；政府财政支出规模（gov），利用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衡量；高铁开通（high），利用是否开通高铁衡量；城市品牌建设（brand），利用是否评上“文明城

市”称号衡量；城镇化率（urban），利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规模、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等方面控

制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影响。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高铁开通、城市品牌建

设和城镇化率也将影响劳动力流动，进而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产生影响。以上指标的原始数

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方政府网站和中国文明网，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misallo 2 529 −2.4334 0.2046 −9.4253 0.8729

lndigital 2 565 −2.4778 0.4853 −4.5819 −0.1986

stru 2 539 40.0200 11.3319 0.3427 85.9500

gov 2 457 0.2062 0.0983 0.0428 1.0392

lnpgdp 2 457 7.0954 0.9377 4.4112 10.1063

high 2 457 0.5653 0.4958 0.0000 1.0000

brand 2 457 0.2523 0.4344 0.0000 1.0000

urban 2 556 54.4088 15.0129 21.4000 100.0000

lnQ 2 565 −0.5263 0.0732 −0.3112 −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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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表 4，当不考虑控制变量时，数字经

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显著的改

善作用，且当考虑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发展

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依然起到显著的改善

作用。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政府财政支

出规模增加和城镇化率提高对劳动力空间错

配水平存在显著的改善作用，城市品牌对劳

动力空间错配有显著的加剧作用。政府财政

支出的增加可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并降低劳

动力的流动成本，从而降低劳动力在地域上

的错配水平。而人们也更倾向于迁往城市寻

找就业机会，这种流动将缓解农村地区的劳

动力过剩问题，同时满足城市地区对劳动力

的需求，同样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

平。城市品牌建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涌入，

使得某些城市劳动力供应过剩，而其他地区

则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种不平衡

的劳动力分布也导致了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进一步加剧。

（二）稳健性分析

表 5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考虑到劳动者迁移往往受到城市前一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的影响，列（1）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滞后一期。回归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

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在列（2）中，更换插值方法，利用 2010—2020年省级层面平

均受教育年限、平均性别比例和平均年龄的逐年变动幅度与城市层面总变动率相乘得到新城市

层面劳动者的逐年变动率，再计算剩余工资进行插值，得到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指标。回归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有改善作用，且在 1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

（3）中，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城镇化率交乘项的对

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显

著的改善作用。列（4）为本文采用中位数模型进行的回归，该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对劳

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有改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全国层面回归结果

（1）lnmisallo （2）lnmisallo

lndigital
−0.5333*** −0.5861***

（−3.6128） （−3.7811）

stru
−0.0037

（−0.8649）

lnpgdp
−0.0511

（−0.1448）

gov
−2.4634***

（−3.5761）

high
0.0143

（−0.1929）

brand
0.2482***

（−2.6619）

urban
−0.0139*

（−1.6681）

c
−3.8885*** −2.4012

（−8.3705） （−0.9438）

固定效应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样本量 2 529 2 417

R2 0.0741 0.0864
　　注：括号内是系数对应的t值；*、**和***表示在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5    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

（1）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2）更换被解释变量估算方法 （3）工具变量法 （4）中位数回归

lndigital−1

−0.4657***

（−2.7590）

lndigital
−0.2614 −7.1850*** −0.5173***

（−1.6424） （−2.9566） （−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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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关于城市特征异质性分析，本文从三方面考察城市特征，即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

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类型。

首先，从城市人口规模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城市规模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和特大

与超大城市规模，并进行回归。①根据回归结果，在中小城市中，改善作用最大但并不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导致显著程度较低；在大城市及以上城市中，改善作用比较显著。以上结

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更好的改善作用。

其次，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一线、新一

线、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并进行回归。②根据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线城市劳动

力空间错配水平的影响均有改善作用，且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改善程度在一

线和新一线城市中表现最大，其次是二线和三线城市，最后是四线和五线城市。该结果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优化作用在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城市中表现更好。

最后，从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类型分为城

市劳动力配置不足和配置过度两种类型，并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在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

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改善作用，但结果不显著；在劳动力配置过度

的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且影响幅度大于全

国层面。

关于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文从南、北地区和内陆、沿海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③根据回归结

果，在南、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均表现为改善作用，相较于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根据回归结果，在内陆和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

配水平均表现为改善作用，且相较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影响幅度更大。

续表 5    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

（1）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2）更换被解释变量估算方法 （3）工具变量法 （4）中位数回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
−0.9401 −3.5448

（−0.3291） （−1.3337）

第一阶段回归

IV
0.7239***

（4.1100）

控制变量 控制

CD Wald F 16.88（16.38）

城市固定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样本量 2 144 2 432 1971 2 417

R2 0.0862 0.0718

　　注：CD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括号内为检验对应的10%临界值。

  2024 年第 6 期

 ① 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小城市人口规模小于 100万，大城市人口规模 100万至 500万，特大及超

大城市人口规模为 500万以上。

 ② 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依据《第一财经》和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2022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榜单结果进行分类。

 ③ 本文以秦岭—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南方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 16个省级行政区，其余大陆地区省份属于北方

地区。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沿海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等 11个省级行政区，其余大陆地区省级行政区为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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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时间段异质性分析，本文选定 2015年作为分时段的划分点，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发

展从 2015年开始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按照时间段分为 2011年至 2015年、2015年至 2019年。

根据回归结果，2015 年前后，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存在改善作用，但在

2015年之后，影响的边际效应高于 2015年之前。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地位提升之

后，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也随之提升。

（四）机制检验

根据表 6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住价

格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当加入控制变量时显著性有所降低。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从全国层面

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来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该结论与劳动

力空间错配类型以配置过度为主有关，因为在劳动力空间配置过度情况下，城市居住价格提高

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下文为数字经济对房价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证分析。本文用

商品房价格衡量房价。同时，使用熵值法，通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人口数比重、参加失业

保险人数占人口数比重、普通小学生师比、普通初中生师比、人均病床数、人均执照医师数计算

得到公共服务的衡量指标。将城市居住价格分为房价和公共服务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6

列（3）和列（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显著提高房价和公共服务水平。
 
 

表 6    城市居住价格渠道的回归结果

（1）lnQ （2）lnQ （3）lnP （4）lnZ

lndigital
0.0071* 0.0054 0.1677*** 0.1623***

（1.9208） （1.3962） （2.7048） （2.61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c
−0.5120*** −0.6381*** 6.5891*** 7.2272***

（−44.0847） （−9.8484） （6.3746） （6.9948）

固定效应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样本量 2 565 2 445 2 445 2 445

R2 0.0236 0.0388 0.1570 0.1534
 

表 7列（1）和列（2）为劳动力配置不足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渠道检验结果表明，在劳动力

配置不足的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表 7列（3）和列（4）为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样本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在劳动力配置过度

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表 7    分配置类型的城市居住价格渠道回归结果

配置不足 配置过度

（1）lnQ （2）lnQ （3）lnQ （4）lnQ

lndigital
−0.0049 −0.0119** 0.0166*** 0.0184***

（−0.8050） （−1.9729） （3.4013） （3.49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
−0.5522*** −1.1569*** −0.4803*** −0.5124***

（−29.7045） （−6.9280） （−30.9691） （−6.8810）

固定效应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城市、时间

样本量 839 797 1 726 1 648

R2 0.0385 0.1247 0.0380 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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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城市居住价格，从而影响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在劳动力

配置不足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而在劳

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七、结论和建议

本文依据空间均衡模型提出新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测量指标，以同质劳动力前提下的剩

余工资偏离度作为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指标。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格局的

重要因素，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影响不可忽略。本文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从理论和

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化变革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空间错配类型的演变趋势为：在

2010年之前，中国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类型以配置过度为主，中部、西部表现更为明显，2015年
之后，中国城市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占比迅速提高，尤其是东部地区。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上述影响存在异质性。首

先，在大规模及以上城市、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劳动力配置过度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对劳动力

空间错配水平的改善作用更好；其次，对于内陆和北方地区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

错配的改善作用更好；最后，当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

配水平的改善作用更好。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影响城市居住价格渠道影响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在劳动力配

置不足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在劳动力

配置过度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为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问题的关键。人口结构转型带来增量劳动

力短缺的问题，使得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引导劳动力有序和畅通流动越来越重要。结合

本文实证分析中异质性分析结果，对于错配类型呈现过度配置的城市来说，吸引劳动力必须要

同时扶持本地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本地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通过推动数字产

业等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有持续的改善作用。

其次，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优化作用。对于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尤其是

人口规模较大、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来说，虽然其人才政策吸引力不足，但存在较为庞大的潜

在迁移人群。在此背景下，结合本文的基准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有可能

成为这些城市吸引劳动者迁移的重要因素，成为提升城市吸引力的有力手段。

最后，发挥城市居住价格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优化作用。本文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在进

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城市房价会提高，且公共服务也会改善，从总体看，城市数字化转型

会提高城市居住价格水平，进而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然而，错配类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

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居住成本渠道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

且根据统计分析结论，近些年，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因此为了发挥数字经济发

展对劳动力空间错配水平的改善作用，可以将其与稳房价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结合起来

实施，从而更有效地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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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Labor Spatial Mismatch

Li Yan,  Xiao Yu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ccelerated the reshaping of the socio-econom-
ic spatial pattern,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On the one h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n
upgrading effect on the current skill structure of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as a dual effect of employ-
ment substitution and cre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There-
fore,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corporate digital economy factors into the framework of labor spatial
mismatch. Based on the Rosen-Roback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asure of labor spatial mismatch at the
city level, analyzes the pattern of spatial labor mismatch among Chinese cities, and finds that the degree of
labor spatial mismatch in China has been declining. In the context of digit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
nomy development on labor spatial mismatch is examined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baseline re-
gression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ll improve labor spatial mismatch. For cities with lar-
ger population size, a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ver-allocated labor resources, cities located
in northern and inland areas, and cities after 2015,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labor
spatial mismatch is better.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ll affect labor spatial mismatch by influencing
urban living prices. In cities with an under-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m-
proves labor spatial mismatch through the channel of lowering urban living prices; in cities with an over-alloc-
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mproves labor spatial mismatch through the chan-
nel of increasing urban living price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optimizing labor spatial allocation is the key to coping
with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rings the problem of incremental labor shortage,
which makes i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improve labor spatial mismatch and guide the orderly and smooth
flow of labor. Second, release the optimiz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labor spatial alloc-
ation. It is likely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se cities to
attract labor migration and a favorable mean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accommodation of the cities.
Third, play the optimization role of increasing urban living prices in labor spatial allocation. While undergo-
ing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rban living prices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so different cities must balance
urban living pri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digital economy； labor spatial mismatch； urban living prices； Rosen-Robac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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